
隐形贫困人口 

◎ 转载 

“佛系青年”还言犹在耳，同龄人“抛弃”你也没过多久，“隐形贫困

人口”这个词火了。根据网络定义，隐形贫困人口是指“那些看起来每天有

吃有喝，但实际上非常穷的人”。 

能买吸尘器就不用扫帚了；吃完牛油果又要吃藜麦了；100块钱一张的

‘前男友面膜’用起来也不心疼；一有健身冲动，就非得去办张年卡。总之，

朋友圈光鲜靓丽，口袋空空如也，‘吃土’是常态，在精致道路上拿出十八

般武艺、拼尽全力。 

在“隐形贫困人口”的相关评析文章中，“隐形贫困人口”被认定是

“自我消费不节制所造成的”，正是因为想过得富一点，所以把日过得穷了。

甚至有人认为，“隐形贫困人口”与之前流行的“月光族”“啃老族”没有

太大区别。 

不过将年轻人的“贫困”归咎于消费主义和消费的不节制，是否会遮蔽

了一些什么？比如许多年轻人“非常穷”，倒不是因为他们将钱花费在吃好

喝好上了，而是因为他们真的穷。即便有年轻人将大部分的金钱花在吃好喝

好上，仅仅是因为他们热衷消费，还是背后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究

竟是热衷消费导致了贫困，还是因为贫困所以热衷消费？ 

总之，一个热词背后往往蕴藏着重要的社会心理信息，“隐形贫困人口”

的理论景深值得细究。 

 

大众传媒时代的“贫困感” 

一位 50 后的长辈学者，对现在年轻人老是说自己“贫困”“丧”很是

不屑。在他看来，物质生活好了，年轻人都是蜜罐中长大，身在福中不知福，

还养了一身矫情的本领。他说，他们那一辈人的成长岁月里，物质短缺、缺

衣少食，饥饿是家常便饭，现在年轻人所能享受到的丰富和便捷的物质生活，

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从来都不敢想的事。怎么现在的 80 后、90 后、00 后，

动不动就觉得自己那一代人是“最不幸的”？ 

长辈的质疑，纵然有代际隔阂的因素，却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

怎么物质生活越来越好，自称“贫困”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与其说是这一



代年轻人矫情，毋宁说，老一辈与年轻人对于“贫困”的认定和感知是不一

样的。在老一辈那里，贫困更多意味着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无法满足，但在新

一代年轻人这里，贫困不仅仅意味着有吃有喝，还意味着吃好喝好，甚至更

多。那么，年轻人的贫困阈值，是如何不断提高的？ 

这里不得不着重强调的是，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对年轻人观念的影响。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传媒时代，传媒榫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断

塑造着人们的认知。 

文化学者南帆指出，“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我们被抛入了大众传媒组织起

来的社会，大众传媒就是我们的文化感官。几张报纸、几个电视频道或者几

个网站就布置出了一个大千世界的幻象。”而这个幻象的核心是，种种幸福

生活的神话。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写道，“报刊和社会舆论没完没

了的鼓噪，让每个生活在底层的人都相信他们总有机会攀上社会金字塔的塔

尖，有机会成为实业家、大法官、科学家，甚至是总统。这种无限机遇的论

调在一开始也许能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成功人士的故事包围，哪个年轻人年薪 5万，哪个

年轻人创业成功一跃成为亿万富翁；即便是电视里的广告，不断宣扬的也是

一种中产阶层的生活样本：一栋别墅，阳光照射进来，漂亮的妻子在做家务，

小孩在快乐地玩耍„„ 

身边的幸福神话太多，其结果就是知名作家韩少功所说的，“每个人都

可以找到足够根据，来发现自己的贫困”。跟胡玮炜相比，年薪 30 万的码

农是贫困的；跟北京三环有一套房的人相比，三线城市有一套房的人是贫困

的„„ 

“人们从现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知识装备，也从

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

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 

也即，许多年轻人自嘲“隐形贫困”，倒不见得他们是真的贫困，他们

的“贫困感”有可能是来自于传媒时代的文本感染和广告后遗症，来自于与

幸福神话的对照和攀比。“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者权力化，受

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韩少功语），权力和资本媾和打造



幸福神话，才能源源不断激发受众的“贫困感”，激发他们的消费冲动，并

让他们心甘情愿成为消费的“顺民”。 

从这个角度看，某些人自嘲“隐形贫困人口”，倒真有可能是一种矫情，

是不断夸大的心理自伤。 

 

不断壮大的“穷忙族” 

不过，时代不断进步的标志本来就是，人们对贫困标准的认定在不断提

高。以前吃好喝好就是不贫困，但如果几十年过去了，人们的需求依旧停留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低阶段，那么这绝对称不上一个好的时代。虽然攀比

逻辑值得检讨，但比烂逻辑更是要不得。 

应该看到，“隐形贫困人口”的自嘲，固然不乏大众传媒时代滋生的

“贫困感”，但更多可能是出于一种贫困实感。这种贫困实感，或来自于生

存和发展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或来自于安全、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得不

到满足。比如纵向对比，现在年轻人的物质生活的确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好

多了，但与当下时代的生活成本、发展前景等横向比较，这一代年轻人的处

境就不见得比老一辈更好。 

在“隐形贫困人口”这个词走红之前，另一个与贫困有关的词汇，就长

久地成为不少年轻人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概括，即“穷忙族”（working poor）。 

该词源于欧美国家，欧盟对其定义是“在工作却入不敷出，甚至沦落到贫穷

线以下的受雇者”。按照常理，付出跟收入应该呈正相关，但如今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却是越穷越忙，越忙越穷；他们一直在努力工作，生活状态却不见

根本性的改善。 

2017年 12月，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2017 年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每周工作时间在 50 或 50 小时以上的分别

为 43.90%、42.57%，比例均超过四成。“996”（工作日早 9点上班，晚上

9点下班，中午和晚上休息 1小时甚至更少，并且一周工作 6天的工作制度）

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工作常态，越是大的、节奏快的城市越是如此，他们在办

公室的时间甚至比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曾有深受加班困扰的白领说，

“如果不是大楼高层的窗户不能打开，很多人都可能已经跳下去了。” 

但不少年轻人努力付出，他们却变得“越来越穷”，他们的收入增速远

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腾讯·今日话题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对比应届毕业生



平均薪资增速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可发现，在 2012-2015年，刚毕业

大学生工资的整体增速赶不上社会平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毕业生就是年

轻人的代表。不去考虑大学毕业生起薪低的问题，这个群体的工资增速没有

和社会整体同步，年轻人存在“相对贫困”的问题，他们正成为“失落的阶

层”。除了工作强度大、工资低，更令年轻人困扰和焦虑的，还在于他们未

来前景的“不稳定”，即便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也随时可能有失业的风险。 

一边是“穷忙族”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一边是高不可攀的房价、高昂的

生活成本、看不到预期的未来——许多年轻人何止是“隐形贫困人口”，他

们是实实在在的贫困。 

 

用消费来安慰苦难的人生 

矛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很多年轻人是真的贫困，可他们为何如此热衷

于消费主义？不少社会学家都留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月收入不高的流水线年

轻工人，所使用的手机常常是价格最为昂贵的系列。 

究竟是消费导致他们沦为贫困，还是因为贫困所以他们更热衷于消费？ 

按照文化学者王晓明先生的分析，今天的中国人“同时受制于三个社会系

统”： 

“第一个是国家机器主导的政治系统，它以‘维稳’为宗旨，竭力加固那种

‘除了适应现实，我们别无选择’普遍意识。第二个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系统，它通过各种具体的成文和不成文法，持续训练人接受这样的自我定位，

‘现代人，就是如下两面的结合：合乎市场需求的劳动力，和具有不可控制

的消费冲动的消费者’。第三个日常生活系统，它安排人以‘居家’为中心，

组织自己的大部分人生内容，从儿童时代接受学校教育开始，一直到老。这

个系统持续地发展一种具有极宽的包含力的‘居家文化’，对人潜移默化，

要将他造得除了‘居家’的舒适，别的什么都不在意。” 

 

近年来，消费金额持续上涨，形成消费升级的浪潮。埃里克·霍弗在《狂

热分子》中也分析道，“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

环境时，就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

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

服。” 



也即，在艰难的生存现实面前，中国年轻人只能愈发投入于可预测、可

掌控的消费与居家文化中，对日常生活系统的消费和呵护成为一种潮流。这

颇像张爱玲说的，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在惘惘莫名的威胁感下，“人

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于是“从柴米油盐、肥皂、水

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却买得起一些让自己

感受更好的居家用品，诚如学者严锋分析的，“人是渴望改变的，生活是很

难改变的，生活中只有电子产品最容易改变，所以只能从电子产品的更新中

获得一种虚幻的改变感，安慰苦难的人生。” 

因此，不少对“隐形贫困人口”的批评颠倒了因果，并非“月光族”让

年轻人贫困，而是因为贫困，年轻人只剩下哈维尔所说的那种“自由地选择

哪一种牌子的冰箱和洗衣机”的自由了。哈维尔深刻地指出，这种只热衷于

消费主义的倾向会加剧公众的政治冷漠，贫困的状态将更难改变。 

“一个人越是彻底放弃任何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

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即指公共事务，笔者注）方面发挥影响的

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内在’（指私人的物质生活，

笔者注）。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

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 

“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

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

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

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 

这或许才是“隐形贫困人口”背后的消费主义倾向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的地方。以消费安慰困难的人生，获取一点虚幻的改变感，是个人权利，也

无可厚非；但我们切勿在权力和资本的鼓动下，全情投入到消费主义的怀抱

中，尝到一点消费主义的甜头后，便心甘情愿地忍受贫困和剥削。 

要打破贫困，根本上应该打破“除了适应现实，我们别无选择”的政治

意识，走出政治冷漠，积极参与每一次公共事务，积极维护个人的权益不受

侵犯。 

这很难，但想改变被剥夺和不公制造的贫困状态，就得从现在做起。 

（陈嘉儿/供稿） 


